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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与家庭住房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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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户籍对家庭四种住房模式选择的影响.随着

投资性住房需求与消费性住房需求之差的增大,住房模式由低向高

转换;户籍背后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加大了具有定居意愿的外地居

民的定居成本,降低了其投资性需求进而倾向于选择较低住房模式.
利用CHFS２０１１数据实证发现:投资性与消费性需求之差对家庭住

房模式选择具有较好的解释力;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程度高定居

成本大的地区,外地居民更倾向于较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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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产生了大量流动人口,不断以 “流动就业”或 “定居”
方式融入流入地,带来大量租、购房需求.在关于住房需求的研究中,家庭

住房模式选择是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分析我国家庭住房模式的选择及户籍制

度特点对居民住房模式选择的影响.
借鉴 HendersonandIoannides(１９８３)及IoannidesandRosenthal(１９９４)的

思想,本文在区分投资性和消费性住房需求的基础上,对家庭住房模式选择

进行理论分析.住房模式分为仅租赁住房(Rent１)、拥有自住住房同时租赁住

房(Rent２)、拥有自住住房(Own１)及同时拥有自住和非自住住房(Own２)四种

模式.随着投资性与消费性住房需求之差的增大,家庭住房模式由低向高逐

渐转变(Rent１ＧOwn２).已有文献基于我国转轨经济现实,认为市场力量和

“单位”及 “户籍”等体制性规则共同影响了家庭的住房模式选择(Li,２０００;

HuangandClark,２００２).本文进一步分析我国户籍制度特点对居民住房模式

选择的影响机制,认为户籍背后本、外地居民间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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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定居意愿外地居民的定居成本,降低了其投资性需求,外地居民倾向于选

择较低住房模式.
结合２０１１年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运用有序Probit回归

分析发现:第一,投资性与消费性住房需求之差对我国家庭住房模式选择有

较好的解释力.第二,相比本地居民,外地居民倾向于较低住房模式.进一

步,以地区城镇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外地居民定居成本的代理变量,
发现城镇化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外地居民更倾向选择较低住房模式.
本文与我国此前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区分了四种不同的住房模式而

不是仅租和买两种;第二,分析了户籍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对外地居

民定居成本进而住房模式选择的影响.

二、文 献 回 顾

HendersonandIoannides(１９８３)基于家庭消费和投资决策建立了一个住房

租买选择的基础理论框架:住房作为消费品可提供居住服务,家庭可通过租

房实现消费性需求;住房资产作为投资品可带来收益,家庭可通过购房实现

投资性需求.当投资性需求远小于消费性需求时,家庭选择仅限于租房;当

投资性与消费性需求相差不大、或投资性远大于消费性需求时,家庭选择购

买自住住房.Fu(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在此框架下,进一步考察了风险规避及流动性

约束等因素对住房租买选择的影响.Megbolugbeetal􀆰(１９９１)认为,除收入

与财富等经济因素外,住房需求也受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构成等人口统计

特征影响.IoannidesandRosenthal(１９９４)、ArrondelandLefebvre(２００１)对
美、法两国家庭的研究,发现投资性与消费性住房需求之差对家庭住房模式

选择有解释力,但 Hausman检验却表明二者之差仍不能完全解释家庭住房选

择.学者们也考察了家庭社会身份的影响.Painteretal􀆰(２００１)按移民和非移

民、以及亚裔和拉丁裔等区分对洛杉矶家庭的研究,发现移民家庭更倾向于

租房,但亚裔移民家庭的住房自有率却和当地白人家庭几乎一样.国外关于

家庭住房模式的实证研究,早期主要是运用截面数据,纵贯数据和面板数据

逐渐丰富后,学者们多采用生存分析法研究家庭的动态选择(Ahn,２００１;

Goodman,２００３;LiandLi,２００６;SmitsandMulder,２００８).
关于我国家庭的实证研究多强调 “体制性规则”的影响,主要归结为家

庭是否有资格获得福利房的 “单位”和 “户籍”因素.计划经济时代,单位

行政级别越高、职工职位越高、拥有本地户籍的家庭,更易获得福利房.进

入转轨经济时代后,商品房出现、住房市场逐渐形成和发展,基于家庭经济

实力和偏好的市场力量与体制性规则并存,共同影响家庭的住房选择(Li,

２０００;HuangandClark,２００２).

１９９８年房改后,市场力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体制性规则中 “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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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已不再显著,但 “户籍”的影响仍存在分歧.郑思齐(２００７)利用２００２年

辽宁、广东、四川三省城调数据对家庭住房租买选择的Logit回归分析,发现

在商品房和福利房样本中,“单位”和 “户籍”因素对家庭住房选择的影响都

不再显著.但 HuangandYi(２０１０)利用２００５年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

研究,却发现 “户籍”因素的影响仍然显著.另外,Zhou(２０１１)分析了我国

家庭的收入、医疗和教育支出等因素对家庭住房租买选择的影响.孙玉环和

张金芳(２０１４)基于CFPS２０１０调查数据,从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角度探

讨了家庭住房模式产生分化的原因.

三、理 论 模 型

(一)投资性住房需求、消费性住房需求与家庭住房模式选择

　　借鉴 HendersonandIoannides(１９８３)、IoannidesandRosenthal(１９９４)的
思想,我们在一个两期模型中区分消费性和投资性住房需求来研究家庭住房

模式选择.家庭效用函数为U(􀅰)＋E [V(􀅰)],U(􀅰)为第一期效用,

E [V(􀅰)]为第二期预期效用.家庭对住房服务h的消费量取决于可用于消

费的住房存量hC 和使用率u,即h＝hCf(u).其中,f(u)为家庭从单位住房

存量中获取的住房服务,使用率u越高从单位住房中获得的住房服务f(u)越
多,但边际效应递减,即f′(u)＞０,f″(u)＜０.

假设家庭可通过租房满足消费性需求,通过购房满足投资性需求.对于

消费性需求,家庭在第一期对两期内租住的住房存量hC 及使用率u 进行决

策,两期内分别支付租金R１hC 和R２hC,其中R１ 和R２ 分别为两期的租金率.
除支付租金外,家庭每一期还需支付维护费用hcτ(u),τ(u)为租户为单位住

房存量支付的维护费用,使用率u 越高边际维护费用越高,即τ′(u)＞０,

τ″(u)＞０.对于投资性需求,家庭在第一期以价格P１ 购买hI 存量住房,两期

内出租住房赚取租金收入R１hI 和R２hI,并向租户收取维护费用τ(u)hI,其中

u为租户对单位住房存量的使用率,为房东决策的外生变量.最后在第二期末

以价格P２ 卖出hI.另外,假设家庭无法卖空住房,即hI≥０.作为房东,要

承担所购住房全部的维护成本T(u)hI,T(u)为房东因租户对住房的使用而承担

的单位住房存量的维护成本,使用率u越高边际维护成本越高,即 T′(u)＞０,

T″(u)＞０.不确定性源于第二期的租金R２ 与价格P２,以及租户的使用率u.
基于 “租赁外部性”的考虑,HendersonandIoannides(１９８３)假设τ(u)

＜T(u),∀u;τ′(u)＜T′(u),∀u.即虽然房东与租户均要承担维护责任,
房东也可向租户收取一定维护费用,但作为住房所有者,房东最终得承担全

部的维护成本.因此,对单位住房存量的任意使用率u,房东承担的维护成本

都大于租户支付的维护费用,即存在 “租赁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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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决策由效用最大化式(１)和预算约束式(２)构成.其中,x１ 与x２ 分别

为第一、二期的一般商品消费,hCf(u)为住房服务消费,y１ 与y２ 分别为两期

获得的确定性收入.家庭储蓄S的无风险总收益率为 (１＋r).

Max
S,hC,u,hI

U(x１,hCf(u))＋E[V(x２,hCf(u))]{ }, (１)

s􀆰t􀆰　
y１＋R１hI＋τ(u)hI ＝x１＋R１hC ＋τ(u)hC ＋P１hI＋T(u)hI＋S

y２＋P２hI＋R２hI＋τ(u)hI＋S(１＋r)＝x２＋R２hC ＋τ(u)hC ＋T(u)hI

(２)

　　利用拉格朗日优化可得家庭决策的一阶条件.关于储蓄S 的一阶条件见

式(３),U１、V１ 分别为第一、二期一般消费的边际效用.家庭选择最优储蓄

水平,直至第一期一般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储蓄在第二期的预期边际效用.

S:U１ ＝E[V１](１＋r)． (３)

　　关于租住住房存量hC 的一阶条件见式(４).租住住房存量hC 获得的边际

收益,为第一期租房的边际效用U２f(u)与第二期预期边际效用E [V２]f(u)
之和,U２、V２ 分别为第一、二期住房服务消费的边际效用.边际成本为第一

期支付的租金和维护费用在第二期的预期边际效用E[V１(１＋r)(R１＋τ(u))],
与第二期支付的租金和维护费用的预期边际效用E[V１(R２＋τ(u))]之和.最

优租房量hC 由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决定.

hC:U２f(u)＋E[V２]f(u)＝E{V１[(１＋r)R１＋R２＋(２＋r)τ(u)]},(４)

家庭对租房的最优使用率u由其边际收益(U２＋E [V２])f′(u)hC 与边际成本

(U１＋E [V１])τ′(u)hC 决定,即式(５).

u:(U２＋E[V２])f′(u)hC ＝ (U１＋E[V１])τ′(u)hC． (５)

　　投资性住房需求hI 未直接进入效用函数,家庭最优住房投资量由式(６)

决定,其中T (u)－τ (u)为房东对单位住房存量收取维护费用后、需额外

承担的维护成本.式(６)为典型的住房资产均衡条件;

[P２＋(１＋r)(R１－(T(u)－τ(u)))＋R２－(T(u)－τ(u))]

为住房资产提供的收益;V１/U１ 为边际替代率,反映投资者以第二期消费替

换第一期消费的意愿程度.

hI:E V１

U１
[P２＋(１＋r)(R１－(T(u)－τ(u)))＋R２－(T(u)－τ(u))]{ }＝P１．

(６)

　　综上,家庭的最优消费性住房需求h~C 和投资性住房需求h~I 分别由式(４)
和式(６)决定,且二者在空间上可以分离.家庭可租房满足消费性需求、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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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其他住房满足投资性需求,也可以购房并入住同时满足两种需求.但考

虑到 “租赁外部性”,在相同收入禀赋下,入住 “满足投资性需求而购买的住

房”可以带来比租房更高的效用,家庭会选择 “购买并入住”(ownＧoccupy)
模式,此时两种需求在空间上不会产生分离.

　

①１
　

购房通常涉及的交易成本较高,也会面临最小购买面积约束.在投资性

与消费性住房需求之差、租赁外部性及最小购买面积和交易成本因素的共同

作用下,家庭住房模式选择可分为下述四种.

仅租赁住房(Rent１):投资性需求h~I 远小于消费性需求h~C、即h~I≪h~C

时,由于存在最小购买面积约束和交易成本,家庭将忽略投资性需求,只租

赁住房量h~C 满足消费性需求.

部分拥有自住住房同时租赁住房(Rent２):h~I 较小即h~I＜h~C 时,家庭将

购买住房量h~I 并入住,并通过租房满足余下的住房消费需求量h~C－h~I.

拥有自住住房(Own１):h~C 与h~I 相等即h~I＝h~C 时,家庭购买h~I 并入

住.h~C 和h~I 近似相等时,考虑到租赁外部性,家庭会扭曲最优投资性需求

和消费性需求,使两者相等.

同时拥有自住住房和非自住住房(Own２):h~I 较大或远大于h~C、即h~I›

h~C 或h~I≫h~C 时,家庭购买住房量h~I,入住部分住房h~C 满足消费性需求,

将剩余住房h~I－h~C 出租.
图１直观反映了上述分析的结果.其中,纵轴代表住房存量,横轴代表

影响两种住房需求的共同因素.消费性需求 h~C 的弹性小于投资性需求h~I,

表现出一定 “刚性”.随着 h~I 与h~C 之差J≡h~I－h~C 的增大,住房模式在

Rent１、Rent２、Own１和 Own２之间由低到高逐渐转换,相应转换的临界值

α１＜α２＜α３,且α１＜０,α２＜０,α３＞０.因此有命题一.
命题一:家庭的住房模式选择由投资性住房需求与消费性住房需求之差

h~I－h~C 决定,随着二者之差的增大,住房模式选择由低向高逐渐转变

(Rent１—Own２).

(二)户籍制度特点对外地居民住房模式选择的影响

在我国的现行制度下,居民对公共服务的享用常与其户籍身份挂钩,公

共服务的分配在本、外地居民间普遍不均等.李强(２００３)认为,在一般推拉

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和户籍制度共同作用下,城市农民工出现准备定居和

①　　 　　１ 关于租赁外部性引致家庭更偏好“购买并入住”住房模式的推导,如读者感兴趣我们乐意提供,也可参
见 HendersonandIoannides(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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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投资性需求、消费性需求与住房模式选择

单纯外出打工两种生存策略,户籍制度对已进入本地但尚未购房定居的外地

人形成定居限制.Boehmetal􀆰(１９９１)有关家庭迁移(定居)决策和租买选择的

研究,认为家庭定居决策与住房投资决策高度相关,对前者产生影响的因素

通常也影响后者.因此,有定居意愿的外地居民在购房时,不得不考虑户籍

背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不均等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有定居意愿的外地居民,最为重视的公共服务可能是子女教育.在

一些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城市,公立学校将入学资格与户籍相联系,也与房

产证进行挂钩,方便层层筛选.这样,家庭对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享用与其住

房投资捆绑在一起.高波等(２０１３)也认为 “相对于租赁住房,在中国自有住

房可以使所有者更充分享受以公共教育资源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务”.
考虑到户籍背后福利制度,我们将效用函数中一般商品x 进一步区分为

公共服务g 与其他一般商品z,最大化问题变为式(７).

Max
S,hC,u,hI

U(z１,g,hCf(u))＋E[V(z２,g,hCf(u))]{ }􀆰 (７)

　　公共服务g的价格为a,设在两期内保持不变.对于外地居民,为达到与

本地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使用水平,他们将面临更高的价格,即a_nonl＞
a_l.设家庭在第一期决策公共服务需求,并在第二期保持不变,家庭的预算

约束变为式(８).

y１＋R１hI＋τ(u)hI ＝z１＋ag＋R１hC ＋τ(u)hC ＋P１hI＋T(u)hI＋S,

y２＋P２hI＋R２hI＋τ(u)hI＋S(１＋r)＝z２＋ag＋R２hC ＋τ(u)hC ＋T(u)hI􀆰
(８)

　　鉴于家庭对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享用常与住房投资捆绑在一起,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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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简化处理,我们用线性关系式(９)刻画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其中b＞０　

①２
　

,
即１单位的住房投资承载了b单位的公共服务,为获得更多或更高水平的公

共服务,家庭需进行更多的住房投资.

g＝bhI． (９)

　　利用拉格朗日优化方法,类似可得关于S、hC、u及hI 的一阶条件,分

别为式(１０)、式(１１)、式(１２)、式(１３).与未考虑户籍影响的一阶条件式

(３)、式(４)、式(５)、式(６)相比,除投资性需求hI 外,储蓄、消费性需求及

住房使用率的一阶条件基本保持不变.
与式(６)相比,hI 的一阶条件式(１３)左边增加了一项因投资住房而带来的

公共服务的边际收益(U２＋E[V２])b/U１,右边多了一项与住房投资相联系的

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２＋r)ab/(１＋r).此时出现了 “公共服务资本化”现象

　

②３
　

,实际房价P１＋２＋r
１＋rab

既反映了公共服务价格a 的影响,也反映了公共服

务数量或质量差异b的影响.
　

③４
　

S:U１ ＝E[V１](１＋r), (１０)

hC:U３f(u)＋E[V３]f(u)＝U１(R１＋τ(u))＋E[V１(R２＋τ(u))],(１１)

u:(U３＋E[V３])f′(u)＝ (U１＋E[V１])τ′(u), (１２)

hI:E V１

U１
[P２＋(１＋r)(R１－(T(u)－τ(u)))＋R２－(T(u)－τ(u))]{ }

　　＋U２＋E[V２]
U１

b＝P１＋２＋r
１＋rab． (１３)

　　由于外地居民面临的公共服务价格a_nonl高于本地居民a_l,这加大了

外地居民的定居成本,降低了定居意愿,最终降低投资性需求hI.如图２中

所示,MR表示本、外地居民投资住房时共同的边际收益曲线.MC_l和 MC
_nonl分别表示本、外地居民的边际成本曲线,(２＋r)a_nonl×b/(１＋r)大
于(２＋r)a_l×b/(１＋r),因此 MC_nonl高于 MC_l.因此,在同样收入禀

赋下,外地居民的投资性需求h~I _nonl小于本地居民的 h~I _l.在图１中,

h~I _l沿着投资性需求曲线向下运动至h~I _nonl,投资性与消费性需求之差J

①

②

③

　　 　　２ 现实中住房投资通常有最低面积要求,g＝ g０ hI≥hI０

０ hI＜hI０{ 可能是更贴近现实的假设,即当住房投资达

到或超过某一临界值hI０时,家庭才有资格享有以位置为基础的公共服务g０.我们以g＝bhI 进行刻画,
主要是想集中体现与户籍捆绑的公共服务享用g０ 与必需的一定数量的住房投资(hI０)的正相关性,同
时考虑了模型的简洁性和易驾驭性.
　　 　　３ 梁若冰和汤韵(２００８)、冯皓和陆铭(２０１０)对我国地方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资本化的现象进行了更为
详细的讨论.
　　 　　４ 当b取值较大时,少量的住房投资hI 就可以享用较多或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即较大的g,此时便会
出现“天价微小学区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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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降低,家庭住房模式由 Own２向 Rent１转变.这构成了命题二.
命题二:户籍背后外地居民与本地居民间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增大了有

定居意愿的外地居民的定居成本,降低了其投资性住房需求,外地居民更倾

向选择较低的住房模式.

图２　外地与本地居民的投资性住房需求

四、实证模型与数据

(一)实证模型

　　１􀆰 有序Probit回归

在前面理论分析中,投资性与消费性需求之差J 由低到高决定了四种住

房模式.借鉴IoannidesandRosenthal(１９９４)的研究思路,我们也采用有序

Probit回归进行分析.根据命题一,两种需求之差决定住房模式选择时,四

种模式之间转换的临界值须满足α１＜α２＜α３,且α１＜０,α２＜０,α３＞０.因此,
预期４Ｇcelled有序Probit估计的三个截距项将呈现出前两个为负而第三个为

正的特征.

２􀆰 Hausman检验

利用４Ｇcelled有序 Probit回归与相应３个 Probit回归的参数估计构造

Hausman统计量,可对投资性与消费性需求之差能否完全决定家庭住房模式

选择进行规范的检验.３个 Probit回归对应的二元选择分别为:Rent１与

Rent２/Own１/Own２、Rent１/Rent２ 与 Own１/Own２, 以 及 Rent１/Rent２/

Own１与 Own２.Hausman检验的零假设为投资性与消费性需求之差完全决

定了家庭住房模式选择,随着J 的增大住房模式由低向高有序转变,此时有

序Probit回归的参数估计一致且有效;而Probit回归由于未完全利用 “有序”
信息,其参数估计一致但并不有效.备择假设为两种需求之差并不能完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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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住房模式选择,此时有序Probit回归错误地利用了 “有序”信息,其参数

估计并不一致,但Probit回归的估计却是一致的.
检验统计量H 的构造见式(１４).其中,k＝ {１,２,３},qsk为相应Probit

回归的参数估计值,包括截距项;qok为４Ｇcelled有序 Probit回归的参数估计

值,其中截距项为相应的αk.Vok和Vsk分别为参数估计的协方差矩阵.H 服

从一个渐近χ２分布.

H ＝ 􀰐
３

k

(qok －qsk)′[Vok －Vsk]－１(qok －qsk)􀆰 (１４)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２０１１)
　

①５
　

、 «中国区

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１２»以及 «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CHFS２０１１包含

了较详细的家庭收入支出、资产负债及住房状况数据.关于主要变量的说明

如下.

１􀆰 住房模式

本文根据CHFS２０１１调查问卷中５项问题对 “家庭是否拥有自有住房、
现居住住房为自有住房还是租赁住房以及居住套数与自有套数之比”三个维

度进行辨别并最终形成四种住房模式,见表１.其中,居住套数与自有套数之

比反 映 消 费 性 与 投 资 性 住 房 需 求 之 间 的 相 对 大 小.５ 项 问 题 分 别 为:
(１)A１０１０ “在本村/小区内,除本处住宅外,您家还有几套用于居住的住

宅? 包括租来的房子,不包括租出去的房子”;(２)A１０１１ “除在本村/小区的

住宅外,您家在国内其他地方还有几套用于居住的住宅? 包括租来的房子,
不包括租出去的房子”;(３)C１００１ “目前,您家所居住的房屋是属于? １􀆰 家

庭成员自有的,２􀆰 租赁的,３􀆰 免费居住的”;(４)C２００１ “您家拥有自有的房

屋吗? １􀆰 有,２􀆰 没有”;(５)C２００２ “您家共拥有几套房子?”.根据问题

A１０１０与 A１０１１可获得家庭居住总套数;根据 C２００２可获得家庭拥有总套

数.根 据 C２００１ 可 判 定 家 庭 是 否 拥 有 自 有 住 房.根 据 C１００１、C２００１、

A１０１０、A１０１１和C２００２可判定家庭现居住住房属于租赁、自有还是自有＋
租赁.

　

②６
　

根据前述５项问题设置和相关回答,我们无法精确衡量家庭在本地的住

房数量,因而无法准确刻画家庭在本地的住房模式选择.本文理论分析中主

①
②

　　 　　５ CHFS２０１１覆盖２５个省、８０个县、３２０个社区共８４３８户家庭.
　　 　　６ 具体地,当 A１０１０＋A１０１１＞C２００２,C１００１＝２或３,C２００１＝２时,家庭住房模式为 Rent１;当 A１０１０＋
A１０１１＞C２００２,C１００１＝１,C２００１＝１时,家庭住房模式为 Rent２;当 A１０１０＋A１０１１＝C２００２,C１００１＝１,
C２００１＝１时,家庭住房模式为 Own１;当 A１０１０＋A１０１１＜C２００２,C１００１＝１,C２００１＝１时,家庭住房模式
为 Own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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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针对户籍及本地相关的公共服务展开讨论,相应地实证分析中也应以家

庭在本地(本市)住房模式作为目标被解释变量.但由于家庭在本地的住房模

式无法准确衡量,本文以前述四类住房模式作为目标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
此外,本文也分析了替代变量与目标被解释变量的差异对实证结果可能的影

响,发现本文的基本研究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①７
　

表１　家庭住房模式的定义

家庭住房模式 自有住房 现居住住房 居住套数与自有套数之比 家庭数(户)

Rent１ 无 租赁 居住套数＞自有套数 ７７５

Rent２ 有 自有＋租赁 居住套数＞自有套数 ５５９

Own１ 有 自有 居住套数＝自有套数 ６３７８

Own２ 有 自有 居住套数＜自有套数 １５３
合计 ７８６５　

②８
　

　　２􀆰 户籍状况

家庭户籍状况利用虚拟变量来反映.户籍不在本市/县时hukou_nonloＧ
cal＝１,否则hukou_nonlocal＝０.农业户籍时hukou_agriculture＝１,否则

hukou_agriculture＝０.城镇化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外地与本地居

民在公共服务享受方面的差距越大,外地居民的定居成本也越大.我们设置

了相应的城镇化程度虚拟变量,urbanization_low＝１、urbanization_ middle
＝１和urbanization_high＝１时分别为低、中等和高城镇化地区.在经济发

展水平上,东部地区更高,我们用东、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直观反映,east
＝１、middle＝１和 west＝１时分别为东、中、西部地区.

表２反映了不同户籍状况下家庭的各种住房模式占比.表２中１—２行为

本、外地居民各住房模式占比.４５􀆰５３％的外地居民选择 Rent１,仅７􀆰９３％的

本地居民选择 Rent１.８􀆰１３％ 的外地居民选择 Rent２,也高于本地居民的

７􀆰００％.城镇化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本、外地居民在公共服务享

受方面的差距越大,当地政府设立的落户门槛通常也更高,外地居民的定居

成本更大、投资性住房需求更小.表２中３—５行反映了不同城镇化程度地区

外地居民中各住房模式占比.
　

③９
　

高城镇化地区５５􀆰３１％的外地居民选择 Rent１,
远高于中低城镇化地区.表２中６—８行是东、中、西部地区外地居民中各住

房模式占比.东部地区５１􀆰８８％的外地居民选择 Rent１,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①
②

③

　　 　　７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限于篇幅,如有读者感兴趣我们乐意提供相关稳健性分析结果.
　　 　　８ 本文样本不包含诸如“拥有住房但并不自住反而租赁其他住房”的住房模式,CHFS２０１１中共有５６３
个此类家庭.这一住房模式投资性需求与消费性需求空间上出现分离,本文没有详细讨论这种情形.另
外,选择这种住房模式的家庭中外地农业户籍占比很大,他们对住房模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依工作地
点的选择而定的,对住房模式选择与劳动力市场选择进行联合建模更适合研究这种情形.
　　 　　９ 借鉴陆铭等(２０１４)对城镇化程度的定义,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越高,城镇化程度越高.本文以

２５个省(直辖市)在２０１０年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的７５分位数和２５分位数作为划分高中低城镇化地
区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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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类户籍状况下家庭的住房模式占比 (单位:％)

户籍
住房模式

Rent１ Rent２ Own１ Own２

本地居民 ７􀆰９３ ７􀆰００ ８３􀆰０９ １􀆰９８

外地居民 ４５􀆰５３ ８􀆰１３ ４５􀆰５３ ０􀆰８１

低城镇化地区 ３４􀆰７８ １５􀆰９４ ４６􀆰３８ ２􀆰９０

中等城镇化地区 ２５􀆰６８ ９􀆰４６ ６４􀆰８６ ０

高城镇化地区 ５５􀆰３１ ５􀆰３１ ３８􀆰９４ ０􀆰４４

西部地区 ２１􀆰２１ １５􀆰１５ ６０􀆰６１ ３􀆰０３

中部地区 ３２􀆰８６ １５􀆰７１ ５０􀆰００ １􀆰４３

东部地区 ５１􀆰８８ ５􀆰２６ ４２􀆰４８ ０􀆰３８

　　３􀆰 其他影响因素

(１)收入与财富.家庭可支配收入income利用CHFS２０１１中家庭收入项

与必要支出项之差构造.收入项主要有:工资薪金类收入、经营性、财产性

和转移性收入.必要支出主要由负债利息支出与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缴费

支出构成.家庭净资产价值 wealth根据非金融资产净值(不含住房)、金融资

产净值、保险与保障项目价值及其他负债计算得到.
(２)家庭人口统计特征.户主年龄age及其平方项age２ 反映家庭选择的

生命周期特征;家庭规模hsize为家庭人口数;家庭为女性户主female＝１,
否则female＝０;户主教育水平educationlevel为类别变量,未上过学educaＧ
tionlevel＝１、初等教育educationlevel＝２、中等教育educationlevel＝３、高等

教育educationlevel＝４;户主已婚 maritalstatus＝１,否则 maritalstatus＝０;

家庭具有政治身份politicalaffiliation＝１,否则politicalaffiliation＝０.
　

①１０
　

(３)地区特征.本文以区域平均房价与平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即房价收入

比piratio反映购房与租房的相对成本
　

②１１
　

,以常住人口总数pop和人口密度

denpop反映地区规模.考虑到人口结构对住房市场的影响(MankiwandWeil,

１９８９;徐建炜等,２０１２;陈斌开等,２０１２;WeiandZhang,２０１２),本文以年轻

人口占比youngshare、性别比例sexratio刻画不同区域的人口结构特征.
　

③１２
　

表３是前述其他影响因素的基本统计描述分析.income在四种住房模式

中未表现出明显趋势,wealth的均值在 Rent１下最小、在 Own２下最大,住

①

②

③

　　 　　１０ 本文将已婚、同居、分居、离婚或丧偶统一定义为已婚;若受访者的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民主党派或
其他党派,我们认为其具有政治身份.
　　 　　１１ 关于购房与租房相对成本的衡量,房价租金比可能更适宜,但对于房价租金比的跨区域比较存在数据
可获得性上的问题,本文以房价收入比作为房价租金比的一个代理变量.
　　 　　１２ CHFS的区域标识为省(直辖市)一级,本文的区域特征变量均为省(直辖市)层面上的.piratio中房
价与收入分别为商品房(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密度denpop为年末常住
人口数与土地面积之比;年轻人口占比youngshare为２０１０年２０—４９岁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性别比例

sexratio为婚育年龄(２０—２９岁)男、女性人口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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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模式转换主要靠家庭净资产价值推动.家庭人口统计特征方面,随着户主

平均年龄 (age)从４５􀆰５岁上升至５０􀆰２岁,住房模式逐渐从 Rent１转换至

Own１,Own２模式下户主平均年龄有所下降.hsize的均值在 Rent１下最小、

Own２下最大,意味着规模大的家庭会选择较高住房模式.随着 maritalstatus
均值的由小变大,住房模式从 Rent１转变为 Rent２—Own２等三种.另外,feＧ
male和educationlevel的均值在四种住房模式中未表现出明显趋势,politiＧ
calaffiliation的均值在 Own１、Own２中较大.地区特征方面,piratio较高、

youngshare较大、sexratio较高的地区,家庭更倾向选择 Rent１.最后,hukＧ
ou_agriculture的均值在 Rent１中最小,农业户籍家庭倾向于较高住房模式.
与城镇居民购买商品房相比,农村居民自建住房的成本相对更低,住房自有

率相对较高.

表３　家庭住房模式选择与其他影响因素(均值)

变量 Rent１ Rent２ Own１ Own２ Total

hukou_agriculture (农业户籍) ０􀆰３６２ ０􀆰５５４ ０􀆰５４３ ０􀆰４７０ ０􀆰５２４

income (家庭可支配收入,元) ２２６６６ ３９４７４ ２２１０９ １６１０８ ２３２２９

wealth (家庭净资产价值,元) ７６９３８ １９０３４４ １２５６１１ ３６５２９４ １２８９０１

age (户主年龄) ４５􀆰５０ ４８􀆰３０ ５０􀆰２２ ４７􀆰３８ ４９􀆰５７

hsize (家庭规模) ２􀆰６６３ ３􀆰７５０ ３􀆰５８６ ３􀆰９２８ ３􀆰５１３

maritalstatus (户主婚姻状态) ０􀆰８６５ ０􀆰９５８ ０􀆰９６９ ０􀆰９２６ ０􀆰９５７

female (户主性别) ０􀆰５４６ ０􀆰４２５ ０􀆰４５８ ０􀆰４４１ ０􀆰４６４

educationlevel(户主教育水平) ２􀆰８９２ ２􀆰８００ ２􀆰６８３ ３􀆰０１３ ３􀆰０１１

politicalaffiliation (户主政治面貌)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７ ０􀆰１５５ ０􀆰２０８ ０􀆰１５２

piratio (地区房价收入比) ０􀆰２７５ ０􀆰２５２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５ ０􀆰２４６

pop (地区常住人口,万人) ５０４５ ６０７６ ５９３０ ６５１６ ５８６５

denpop (地区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 ７５２􀆰６ ７６４􀆰４ ５９２􀆰９ ６０９􀆰５ ６２１􀆰１

youngshare (地区年轻人口占比,％) ５３􀆰０７ ５１􀆰７２ ５１􀆰２１ ５１􀆰６９ ５１􀆰４４

sexratio (地区婚龄人口性别比例,％) １０３􀆰２ １０１􀆰３ １００􀆰９ １０１􀆰７ １０１􀆰２

N (样本大小) ７７５ ５５９ ６３７８ １５３ ７８６５

五、实 证 分 析

(一)投资性、消费性住房需求与家庭住房模式选择

表４为对四类住房模式进行的４Ｇcelled有序Probit回归结果.
　

①１３
　模型１的

①　　 　　１３ 误差项出现异方差时会导致有序Probit回归的系数估计不一致.Litchfieldetal􀆰(２０１２)认为,若试图
识别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平均效应,那么这种系数估计的不一致性将是显著的;但系数估计的
方向受异方差的影响相对较小.对此,本文也基于模型２做了对异方差调整后的有序Probit估计,并与
模型２对比,发现二者系数估计的绝对值有所不同,方向却全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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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包括经济因素、家庭人口统计特征、地区特征等;模型２纳入 “户
籍”因素;针对家庭净资产价值易产生内生性问题,模型３引入工具变量进

行估计.
　

①１４
　主要结论如下:

表４　家庭住房模式选择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log(income)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０８６８
(０􀆰７３) (１􀆰２８) (０􀆰４０)

log(wealth) ０􀆰０９５５∗∗∗ ０􀆰０９１９∗∗∗ ０􀆰１３３∗∗

(７􀆰４３) (７􀆰１２) (２􀆰１６)

hsize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６８∗∗∗ ０􀆰０９１７∗∗∗

(７􀆰３４) (６􀆰２０) (５􀆰３３)

female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４６１
(０􀆰５２) (０􀆰７５) (０􀆰９５)

age ０􀆰０５４８∗∗∗ ０􀆰０４２５∗∗∗ ０􀆰０４１９∗∗∗

(５􀆰８０) (４􀆰４２) (４􀆰３４)

age２ －０􀆰０００４３９∗∗∗ －０􀆰０００３４０∗∗∗ －０􀆰０００３２８∗∗∗

(－４􀆰９５) (－３􀆰７９) (－３􀆰５５)

educationlevel＝１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０８７９ ０􀆰０３１４
(０􀆰６４) (０􀆰１１) (０􀆰３８)

educationlevel＝２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００９２０ ０􀆰０１５８
(０􀆰５１) (０􀆰０２) (０􀆰２６)

educationlevel＝４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０５３６ －０􀆰０２８５
(－０􀆰３９) (０􀆰０７) (－０􀆰３０)

maritalstatus ０􀆰１２７ ０􀆰１１６ ０􀆰１０２
(１􀆰０５) (０􀆰９５) (０􀆰８３)

politicalaffiliation ０􀆰１５９∗∗ ０􀆰１５４∗∗ ０􀆰１４７∗∗

(２􀆰３１) (２􀆰２１) (２􀆰０７)

log(piratio)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４６４ ０􀆰０５６６
(－０􀆰１１) (０􀆰２５) (０􀆰３１)

log(pop) ０􀆰００７２７ －０􀆰００２８８ －０􀆰０００７５５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０２)

log(denpop)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３７０
(１􀆰０９) (１􀆰３８) (１􀆰２４)

youngshare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２３９∗ －０􀆰０２２６∗

(－２􀆰５５) (－１􀆰９１) (－１􀆰７９)

sexratio －０􀆰００４６１ －０􀆰００６４６ －０􀆰００６０１
(－０􀆰８６) (－１􀆰２０) (－１􀆰１１)

hukou_nonlocal －０􀆰９１６∗∗∗ －０􀆰９０７∗∗∗

(－９􀆰７３) (－９􀆰５５)

hukou_agriculture ０􀆰１２９∗∗ ０􀆰１１４∗∗

(２􀆰４３) (２􀆰０２)

①　　 　　１４ 审稿人指出引入家庭资产价值易引起内生性问题.本文以CHFS中家庭月度食物支出作为工具变量
进行条件(递归)混合过程估计.据 RoodmanandWashington(２０１１)研究,这种估计方法可用于应对出
现内生性问题的有序Probit回归,得到一致估计量.下文模型５、７以及８—１１均采用了这一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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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cut１ －０􀆰９４５ －１􀆰３０７ －１􀆰２０４
_cons (－１􀆰０４) (－１􀆰４１) (－１􀆰２８)

cut２ －０􀆰６１０ －０􀆰９６１ －０􀆰８５９
_cons (－０􀆰６７) (－１􀆰０３) (－０􀆰９１)

cut３ ２􀆰６８３∗∗∗ ２􀆰３５１∗∗ ２􀆰４４５∗∗∗

_cons (２􀆰９５) (２􀆰５４) (２􀆰６２)

N ４３７９ ４３７７ ４６２９

pseudoR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１

　　注:括号内为对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差,∗∗∗∗ ,∗∗∗ 和∗ 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１％,５％和１０％置信

水平上显著.

经济因素方面,可支配收入、净资产越多的家庭选择的住房模式越高.
模型１—３中,log(income)和log(wealth)的影响均为正,且log(wealth)的影

响统计显著.家庭可支配收入越多、净资产价值越大,对住房的投资性需求

越大,远超消费性需求,家庭逐渐从较低住房模式转换到较高模式.
家庭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家庭规模越大住房模式越高,户主年龄与住房

模式选择之间呈 “倒 U”形关系.模型１—３中,家庭规模 (hsize)以及户主

年龄 (age)的影响均在１％水平统计显著.hsize越大,投资性与消费性需求

之差J越大,家庭逐渐向较高住房模式转换.age的影响呈现出 “倒 U”形,
在６２—６４岁时J达到最大.类似地,美国和法国家庭户主年龄的影响也呈

“倒 U”形,分别在７５岁和６４岁达到最大(IoannidesandRosenthal,１９９４;

ArrondelandLefebvre,２００１).户主性别 (female)、户主教育水平 (educaＧ
tionlevel)及婚姻状况 (maritalstatus)的影响统计不显著,具有政治身份的

家庭倾向选择较高住房模式.
地区特征方面,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家庭倾向较高住房模式;年轻人口

占比高、性别失衡较重的地区,家庭倾向较低住房模式.模型１—３中,人口

密度[log(denpop)]的系数为正,年轻人口占比 (youngshare)和性别比例

(sexratio)的系数均为负,且youngshare的影响统计显著.最后,房价收入

比[log(piratio)]对住房模式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两种方向相反的机制

共同作用所致:房价收入比高的地区,相较于买房,租房成本相对更低,家

庭倾向于租房;同时,在房价持续走高情形,家庭会有 “晚买不如早买”的

心理(况伟大,２０１０;周京奎,２０１３),家庭则更倾向于购房.
“户籍”因素显著影响家庭住房模式选择,外地居民倾向于选择较低住房

模式.模型２—３中,hukou_nonlocal的系数均为负,且在１％水平统计显

著,表明外地居民显著倾向于较低住房模式.即使具有相同的收入与财富、
对住房模式的偏好相似且处于相同住房市场,与本地居民相比,外地居民也

仍更倾向于选择较低住房模式.另外,农业户籍家庭更倾向于较高住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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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２—３中hukou_agriculture的系数显著为正.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在城

镇地区购买商品房相比,农村地区农户自建房的成本相对更低.
此外,模型１—３中,三个截距项的符号与前面理论分析一致,即前两个

为负值而第三个为正值,表明考虑了 “户籍”因素的投资性与消费性住房需

求之差对住房模式选择有较好的解释力.

(二)不同城镇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外地居民的住房模式选择

表４的回归分析,发现外地居民倾向选择较低住房模式,但尚未对 “户
籍”因素发挥影响的机理进行验证.前面的理论分析认为,外地居民会面临

一些 “隐性限制”,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上的户籍障碍会加大其定居成本,
抑制其投资性需求,导致外地居民倾向选择较低住房模式.通常在城镇化程

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外地与本地居民在公共服务的差距越大,当地

政府对外地居民设立的落户门槛更高,有定居意愿的外地居民其定居成本也

越大.
　

①１５
　

本文以城镇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外地居民定居成本的代理变量,
进一步考察 “户籍”因素对外地居民住房模式选择的影响.表５中模型４—５
分析不同城镇化程度地区外地居民住房模式选择,模型４仅考虑了 “户籍”
因素,模型５控制了其余变量.相应地,模型６—７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外

地居民住房模式选择.主要结论如下:
高城镇化地区外地居民比中低城镇化地区外地居民更倾向于选择较低住

房模式.第一,模型４—５中hukou_nonlocal的系数估计值均为负,且在１％
水平统计显著,表明即使在低城镇化地区,外地居民也倾向于选择较低住房

模式.第二,模型４—５中外地户籍与中等城镇化地区虚拟变量的交叉项nonＧ
local×urbanization_ middle的系数估计值统计不显著,表明中低城镇化地区

外地居民的住房模式选择无显著差异.但外地户籍与高城镇化地区虚拟变量

的交叉项nonlocal×urbanization_high的系数估计值均为负,且分别在５％
和１０％水平统计显著,表明高城镇化地区外地居民比中低城镇化地区更加倾

向选择较低住房模式.

表５　不同城镇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下外地居民的住房模式选择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hukou_nonlocal －０􀆰９５６∗∗∗ －０􀆰７０８∗∗∗ －０􀆰６０２∗∗ －０􀆰４９９∗∗

(－５􀆰７９) (－３􀆰３４) (－２􀆰５０) (－２􀆰０１)

hukou_agriculture ０􀆰２１７∗∗∗ ０􀆰１２２∗∗ ０􀆰２１６∗∗∗ ０􀆰１２０∗∗

(６􀆰９８) (２􀆰１５) (６􀆰９４) (２􀆰１１)

①　　 　　１５ 吴开亚等(２０１０)编制的落户门槛指数反映了上述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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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nonlocal×urbanization_ middle ０􀆰２３４ ０􀆰１５７
(１􀆰０７) (０􀆰５７)

nonlocal×urbanization_high －０􀆰４７３∗∗ －０􀆰４４４∗

(－２􀆰５３) (－１􀆰８０)

nonlocal×middle －０􀆰３５３ －０􀆰１９６
(－１􀆰２５) (－０􀆰６３)

nonlocal×east －０􀆰７３７∗∗∗ －０􀆰５５０∗∗

(－２􀆰９１) (－１􀆰９９)

log(income) ０􀆰００８９７ ０􀆰００８３６
(０􀆰４２) (０􀆰３９)

log(wealth)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１∗∗

(２􀆰１４) (２􀆰１３)

hsize ０􀆰０９１１∗∗∗ ０􀆰０９０１∗∗∗

(５􀆰３０) (５􀆰２５)

female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４５９
(０􀆰８６) (０􀆰９４)

age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４１４∗∗∗

(４􀆰３３) (４􀆰２９)

age２ －０􀆰０００３３０∗∗∗ －０􀆰０００３２５∗∗∗

(－３􀆰５６) (－３􀆰５１)

educationlevel＝１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３０８
(０􀆰３９) (０􀆰３７)

educationlevel＝２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１３１
(０􀆰２６) (０􀆰２２)

educationlevel＝４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１８４
(－０􀆰２２) (－０􀆰１９)

maritalstatus ０􀆰０７６６ ０􀆰０８７７
(０􀆰６２) (０􀆰７１)

politicalaffiliation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３∗∗

(２􀆰００) (２􀆰０１)

log(piratio) ０􀆰０９１８ ０􀆰０５３６
(０􀆰５０) (０􀆰３０)

log(pop) －０􀆰００１７６ ０􀆰００４４５
(－０􀆰０４) (０􀆰０９)

log(denpop) ０􀆰０４０８ ０􀆰０４５１
(１􀆰３５) (１􀆰４８)

youngshare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２１３∗

(－１􀆰６６) (－１􀆰７０)

sexratio －０􀆰００６０３ －０􀆰００５６９
(－１􀆰１１) (－１􀆰０５)

cut１ －１􀆰２９１∗∗ －１􀆰１９０ －１􀆰２９２∗∗∗ －１􀆰０４０
_cons (－４７􀆰４２) (－１􀆰２７) (－４７􀆰４６)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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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cut２ －０􀆰９３２∗∗∗ －０􀆰８４４ －０􀆰９３３∗∗∗ －０􀆰６９５
_cons (－３８􀆰１８) (－０􀆰９０) (－３８􀆰２２) (－０􀆰７５)

cut３ ２􀆰１６８∗∗∗ ２􀆰４５８∗∗∗ ２􀆰１６８∗∗∗ ２􀆰６０８∗∗∗

_cons (５３􀆰２１) (２􀆰６４) (５３􀆰２１) (２􀆰８４)

N ７７３６ ４６２９ ７７３６ ４６２９

pseudoR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９

　　注:括号内为对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差,∗∗∗∗ ,∗∗∗ 和∗ 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１％,５％和１０％置信

水平上显著.

东部地区外地居民比中西部地区外地居民更倾向于选择较低住房模式.
第一,模型６—７中hukou_nonlocal的系数估计值均为负,且在５％水平统计

显著,表明即使在西部地区,外地居民也倾向于选择较低住房模式.第二,
模型６—７中外地户籍与中部地区虚拟变量的交叉项nonlocal×middle的系数

估计值统计不显著,表明中、西部地区外地居民的住房模式选择无显著差别.
但外地户籍与东部地区虚拟变量的交叉项nonlocal×east的系数估计值均为

负,且分别在１％和５％水平统计显著,表明东部地区外地居民比中西部地区

更倾向选择较低住房模式.
另外,模型５和７中其他控制变量,如农业户籍、经济因素、家庭人口

统计特征以及地区特征等对家庭住房模式选择的影响,与表４中模型３的基

本结论一致.同时,模型４—６的三个截距项符号也与理论预期一致.

(三)投资性与消费性住房需求之差对住房模式选择解释力的进一步考察

表４和表５的三个截距项中前两个为负第三个为正的估计结果表明,考

虑了 “户籍”因素的投资性与消费性住房需求之差对家庭住房模式选择有较

好的解释力,可借助 Hausman检验考察二者之差能否完全决定住房模式选

择.表６中模型３和８分别为４Ｇcelled与３Ｇcelled有序Probit回归,模型９—
模型１１均为Probit回归,通过有序Probit回归和Probit回归可以构造 HausＧ
man统计量.模型８中３Ｇcelled有序Probit回归的三个有序单元由低到高分别

为 Rent１/Rent２、Own１与 Own２.模型９—１１的二元选择分别为 Rent１与

Rent２/Own１/Own２、Rent１/Rent２ 与 Own１/Own２、Rent１/Rent２/Own１ 与

Own２.对比有序Probit与Probit回归的估计结果,发现除模型１１外,模型

３、模型８、模型９、模型１０的估计系数,在作用方向及统计显著性上基本一

致,这与美国与法国家庭情况类似(IoannidesandRosenthal,１９９４;Arrondel
andLefebvre,２００１),再次表明考虑 “户籍”因素后投资性与消费性住房需

求之差对家庭住房模式选择具有解释力.
但 Hasman检验的零假设被拒绝,考虑了 “户籍”因素后的投资性与消

费性住房需求之差并不能完全决定家庭住房模式选择.零假设下,４Ｇcelled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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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回归与三个Probit回归的估计值应当无显著差异,３Ｇcelled有序回归与后两

个Probit回归的估计值也应当无显著差异.然而,表６中 Hausman检验的χ２

统计量分别为６３５０和２１６,远大于临界值,拒绝了零假设.可见,即使考虑

“户籍”因素,两种需求之差仍不能完全决定我国家庭住房模式的选择.

表６　有序Probit回归、Probit回归以及 Hausman检验

模型３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模型１１

hukou_nonlocal －０􀆰９０７∗∗∗ －０􀆰８６０∗∗∗ －０􀆰９７５∗∗∗ －０􀆰８６４∗∗∗ －０􀆰３６９

(－９􀆰５５) (－８􀆰９１) (－９􀆰０５) (－９􀆰１１) (－１􀆰００)
hukou _ agriculＧ
ture

０􀆰１１４∗∗ ０􀆰０９１９ ０􀆰２９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０

(２􀆰０２) (１􀆰５８) (３􀆰８６) (２􀆰２２) (－０􀆰９８)

log(income) ０􀆰００８６８ ０􀆰００９８５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３６７ ０􀆰０５４６

(０􀆰４０) (０􀆰４５) (－０􀆰４０) (０􀆰１５) (１􀆰０４)

log(wealth) ０􀆰１３３∗∗ ０􀆰０９８３ ０􀆰２８２∗∗∗ ０􀆰０８３２ ０􀆰１６７

(２􀆰１６) (１􀆰４９) (４􀆰４４) (１􀆰１２) (１􀆰２２)

hsize ０􀆰０９１７∗∗∗ ０􀆰０８０３∗∗∗ ０􀆰１７５∗∗∗ ０􀆰０８４７∗∗∗ ０􀆰０９７３∗∗∗

(５􀆰３３) (４􀆰６８) (５􀆰２４) (４􀆰１４) (２􀆰７７)

female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４５６ ０􀆰０４６７ ０􀆰０２６２ ０􀆰１４５

(０􀆰９５) (０􀆰９２) (０􀆰７５) (０􀆰４８) (１􀆰３３)

age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４３６∗∗∗ ０􀆰０３４９

(４􀆰３４) (４􀆰１２) (４􀆰４９) (４􀆰３０) (１􀆰２７)

age２ －０􀆰０００３２８∗∗∗ －０􀆰０００３２３∗∗∗ －０􀆰０００３４９∗∗∗ －０􀆰０００３５３∗∗∗ －０􀆰０００３０７

(－３􀆰５５) (－３􀆰４８) (－３􀆰１３) (－３􀆰６０) (－１􀆰１４)

educationlevel＝１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０６７０ ０􀆰１２９ －０􀆰６４８∗

(０􀆰３８) (０􀆰６２) (－０􀆰０６) (１􀆰２５) (－１􀆰８０)

educationlevel＝２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５３３ －０􀆰１５５

(０􀆰２６) (０􀆰３４) (０􀆰２８) (０􀆰７６) (－０􀆰９９)

educationlevel＝４ －０􀆰０２８５ －０􀆰００５００ －０􀆰１３６ －０􀆰０３７３ ０􀆰０８７２

(－０􀆰３０) (－０􀆰０５) (－１􀆰２９) (－０􀆰３７) (０􀆰４５)

maritalstatus ０􀆰１０２ ０􀆰０７６８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７５４ －０􀆰１５４

(０􀆰８３) (０􀆰６３) (０􀆰２３) (０􀆰６１) (－０􀆰５８)

politicalaffiliation ０􀆰１４７∗∗ ０􀆰１５１∗∗ ０􀆰１４４ ０􀆰１７５∗∗ ０􀆰０６９３

(２􀆰０７) (２􀆰１１) (１􀆰５６) (２􀆰２５) (０􀆰４６)

log(piratio) ０􀆰０５６６ ０􀆰０２５２ ０􀆰２２６ ０􀆰１０１ －０􀆰３９３

(０􀆰３１) (０􀆰１４) (０􀆰８９) (０􀆰４６) (－０􀆰８８)

log(pop) －０􀆰０００７５５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４７９ ０􀆰１２２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３７) (－０􀆰９１) (０􀆰９５)

log(denpop)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６８３∗ ０􀆰０５０３ －０􀆰０２８７

(１􀆰２４) (１􀆰１６) (１􀆰７９) (１􀆰５１) (－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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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３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模型１１

youngshare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３４１∗∗ ０􀆰０１８５

(－１􀆰７９) (－２􀆰０５) (－１􀆰１８) (－２􀆰２７) (０􀆰５３)

sexratio －０􀆰００６０１ －０􀆰００４５８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６４４ ０􀆰００１４５

(－１􀆰１１) (－０􀆰８７) (－１􀆰９６) (－１􀆰１４) (０􀆰１１)

cut１ －１􀆰２０４ １􀆰２６４

_cons (－１􀆰２８) (０􀆰９９)

cut２ －０􀆰８５９ －１􀆰０６３ １􀆰９３７∗

_cons (－０􀆰９１) (－１􀆰２８) (１􀆰７６)

cut３ ２􀆰４４５∗∗∗ ２􀆰２２６∗∗∗ －６􀆰０６０∗∗

_cons (２􀆰６２) (２􀆰６８) (－２􀆰３１)

HausmanTest ６３５０ ２１６

N ４６２９ ４６２９ ４６２９ ４６２９ ４６２９

　　注:括号内为对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差,∗∗∗∗ ,∗∗∗ 和∗ 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１％,５％和１０％置信

水平上显著.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考察户籍因素对我国居民家庭住房模式选择的影响,区分了仅

租赁住房(Rent１)、拥有自住住房同时租赁住房(Rent２)、拥有自住住房

(Own１)及同时拥有自住住房和非自住住房(Own２)四种由低到高的住房模式.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 CHFS２０１１截面数据,采用有序 Probit回归和

Probit回归进行实证研究,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投资性与消费性需求之差对家庭住房模式选择有较好的解释力.

有序Probit回归中,住房模式 Rent１向 Rent２转换的阈值为负,此时家庭的

投资性需求远小于消费性需求,Rent２向 Own１转换的阈值为负但大于前一个

阈值,此时投资性需求略小于消费性需求,Own１向 Own２转换的阈值为正,
此时投资性需求超过消费性需求.

第二,家庭可支配收入、净资产价值、家庭规模显著推动家庭选择较高

住房模式.户主年龄的影响成 “倒 U”形.另外,具有政治身份的家庭选择

较高住房模式;年轻人占比大、性别失衡较重地区的家庭更倾向选择较低住

房模式.经济因素中可支配收入和净资产价值以及家庭人口统计特征中家庭

规模和户主年龄影响显著,表明市场力量对家庭的选择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外地居民倾向于较低住房模式;高城镇化地区、东部地区的外地

居民比中低城镇化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外地居民更倾向于较低住房模式.由

于外地与本地居民在公共服务特别是子女教育上的不均等,加大了有定居意

愿的外地居民的定居成本,抑制了其投资性需求,因而更倾向于较低住房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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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高城镇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通常落户门槛更高、
定居成本更大.可见,体制性 “户籍”因素及与之关联的公共服务对家庭住

房模式选择仍有重要影响.
第四,针对 “投资性与消费性需求之差决定家庭住房模式选择”的假设,

利用 Hausman统计量进行规范检验,发现即使考虑了 “户籍”因素,投资性

与消费性住房需求之差仍不能完全决定家庭住房模式选择.
我国住房市场有两个重要背景:其一,城镇化进程形成大量流动人口;

其二,附着了医疗、养老、教育等众多福利的户籍制度是一项重要制度壁垒.
在此背景下,大量有定居意愿的外地居民,其购房需求受到抑制,而这种

“抑制”并非源于经济因素与家庭偏好,而是源于户籍背后本、外地居民间公

共服务的不均等.地方政府应当减少使用在住房市场不景气时 “购房入户”
或过热时针对外地居民限购之类的行政手段,切实依靠市场机制选择有能

力的外地居民在当地购房定居,同时加快福利制度与户籍制度脱钩的改革

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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